
何谓“做中国伦理学”？

———兼论海德格尔为何“不做伦理学”

邓安庆

　 　 摘　 要：“做中国哲学”这一提法本身所担忧或反抗的乃是“述而不作”的“哲学史叙事”，即在历史性的知
识叙述中迷失普遍的哲学之思。因此，它是一种从超越历史性、地域性知识叙述而向真正哲学性提升的要求，

这一要求本身不是反抗哲学的世界性，相反却是走向世界性。唯其如此，“做中国哲学”才是正当性的吁求。

伦理学虽然从属于哲学，但毕竟“伦理”有其地域性，所以“做中国伦理学”没有正当性的疑问。然而，如果我

们不是做“描述伦理学”而是“做哲学伦理学”，我们必须拷问伦理的伦理性，道德的道德性，这就必然上升到

了一个纯思的领域，我们就不能单纯地以一时一地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或依据，而是必须为此寻找某种绝对的

标准或依据。于是，做中国伦理学与做中国哲学一样，面临相同的本原性问题：如何为存在的正当性辩护？以

及存在的家园何在？但是，在西方哲学中只有单纯思辨哲学才是第一哲学，在这种第一哲学中，永远都是存在

论为伦理学奠基，而永远做不到以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来为存在的正当性辩护。但“以伦理本位”的中国哲

学不正是蕴含“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之义吗？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在第一哲学层面上证成这一学说，即

证成先天的伦理关系具有存在的正义性，那么既证明了中国哲学（伦理学）合法性问题，同时也完成了传统中

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成就中国哲学世界化的同时，也同时实现世界哲学的中国化，确实是一项真正的文化

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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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国哲学、伦理学界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提倡“做中国哲学”或“做中国伦

理学”。①之所以令人注目，是因为这种提法有两个亮点，一是强调“做”，一是强调做“中国的”哲学或伦

理学。这两点对于中国从事哲学、伦理学的人无疑都是非常“切身”的问题。因此，这种“做中国哲学”

或“伦理学”的“呼声”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反思。我们必须弄清楚，强调“做哲学”时我们究竟强调

的是什么，强调“做中国伦理学”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使命感，当“哲学”或“伦理学”与“中国”相连

时，其特质究竟何在？维特根斯坦强调“做哲学”（ｄｏ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区别于“论述哲学史”，是明确提出
了“做哲学”的标准的。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述而不作”中抽身出来“做哲学”，还要做出它的中国特

色，必须首先确立起哲学之为哲学的标准，即哲学的入门门槛，然后在此“哲学”标准之下，显示出它的

“中国哲学特色”。我们非常期待这一创新性成果，即便确实非常难，但这种“难”，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哲

学而言的，对于“哲学本身”而言，它就是一大难题。

一　 “哲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

“哲学”不是一件“器物”，有一个现成的模板让你把它“做”出来。它不像“做衣服”、“做房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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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那样具有指认性：“衣服”尽管五花八门，奇装异服有的是，但是不是“做衣服”，我们只需看看它的

“材料”和“形式”，便能一眼看出，某人是不是在“做衣服”。“做房屋”、“做鞋子”也同样如此。但“做哲

学”决然不同。某人写了一篇带有“哲学”字样的论文或书，他就是在“做哲学”吗？显然不能这样认为。

哪怕就是我们大学里的哲学教授，写了号称是“哲学”的论文或书籍，我们也不能马上指认，这就是在

“做哲学”。

哲学是一项思想的事业，这种思想具有其特有的门槛，只有在门槛之内的思想活动，才能被认可为

“哲学思想”。所以，“做哲学”的这个 ｄｏｉｎｇ，是一个现时态动词，“哲学”于是就要由名词转变为动词，德
语把它表达为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ｅｎ。这个动词要表达的，不是你把别人已经形成了的“哲学”复述一遍，告诉
人们黑格尔有哪些哲学，康德有哪些哲学，维特根斯坦有什么哲学，你就是在“做哲学”，而是你本人的

所思所想，就是在进行一种所谓的哲学，即在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ｒｅｎ。
这种思考本身是要在“所思”对象上，证明自身的“思想”“思入”了“对象”，而非自身主观的想法，

因而是以自身独特的个性之思体现为事物本身的客观本性来确认“哲学之思的普遍性”，但这本身是一

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自信自身的所思才是真正的“哲学”，别人的，哪怕是被

承认的哲学家，都会被自信自己在“做哲学”的人评判为“尚不够那么哲学”！对此，马克斯·舍勒就有

很深的体认，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追问哲学的本质之所以困难重重，并不是因为人自身的不足，而是事情本身的缘故。……

哲学似乎只有通过追问其本质，才能建构。如果哲学不打算追溯它所寻找的特定形态的哲学

本质的学术内涵，亦即不打算追溯某种具体的哲学原理或某个所谓的哲学“体系”，那么它就

无法得到类似本质的一切。但这样一来，似乎就陷入了循环，因为要想确定这种学术内涵是否

是哲学意义上的学术内涵———不只是搞清它是否真实，是否经得起批判，前提是必须断定什么

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的对象。①

但当人试图提供绝对没有任何前提的关于哲学本性的判断时，为了验证自身的正确性，又不得不以哲学

史、即已被确认为哲学家的哲学观为前提。所以，想要在哲学史的“叙述”之外“做哲学”，几乎总是陷入

一种单纯主观的“自信”，而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以这种“自信”在与“非哲学”的对抗中，确认其

思想的哲学性门槛。

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就在与一般非哲学思维的区别中来确认其思想的哲学性。苏格拉底遇到一个

青年人跟他谈哲学，问曰，什么是美？青年人回答，美就是一朵漂亮的花，一个精美的陶罐，一个长相

美丽的人时，这显然不是“做哲学”，因为这种回答完全不合苏格拉底的哲学观，而只有当一个青年人

被引导超出这些“美的物器”去寻求“美本身”的概念或理念时，他的思考才被带向了“做哲学”。因此，

对于苏格拉底而言，“做哲学”就是寻求事物本身的理念，即超越于具体事物的实在形象去把握其一般

的“相”。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各门科学开始了分门别类地研究，具有了一般科学（知识）概念，于是“做哲学”

就是从它与具体科学（知识）的区别中寻求自身的规定性。亚里士多德说，所谓一般科学（知识）就是关

于原因的知识，那么，哲学就不是知道事物一般的原因，而是关于“第一因”的知识，于是，追寻事物第一

因的知识成就了哲学之为哲学的门槛，只有寻求事物“第一因”的思想，才能被称之为哲学。“显然，我

们应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明知道了这事物。”②“我们正

在寻求这门知识，我们必须研究‘智慧’（索菲亚）是那一类原因与原理的知识。……谁能更擅于并更真

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

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次之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智慧较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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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听从他”。

这些就是我们关于智慧和哲人的诠释。这样，博学的特征必须属之具备最高级普遍知识

的人；因为如有一物不明，就不能说是普遍。而最普遍的就是人类所最难知的；因为它们离感

觉最远。最精确的学术是那些特重基本原理的学术。①

在这样的规定下，“做哲学”或者说“哲学之思”是一项最具有普遍性的“思”，它虽然也从思一个具

体事物、具体对象入手，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思而超然物外，思入物之为物

的物性及其世界，及其“是其所是”的因果关系。因而，是通过一种哲学之思而介入到事物本身的内在

生命及其世界。它拒绝对一个事物作外部反思，从而把“主观的思”概括为事物“客观的”本质。“做哲

学”就是通过它的思，让物作为物、让存在作为存在“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这样的“哲学之思”不是哪

国人、哪个民族的专利，而是人类普遍的“哲思”。

《管子·牧民》中提出“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也就是这样的“普遍”哲思。

管子在他实际的治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了，“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

下，天下不可为也”的道理。在哲学作为普遍的原因性知识，即第一原因的知识这一点上，虽然中国哲

学上没有类似的规定，但“哲学”作为普遍的知识，超越于“见闻知识”，是事物本身之本性的原理，探求

“原理”的知识，才是哲学之知的特色，这一点中外哲学之为哲学，应该是一样的。否则，孔夫子不会说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样的话，“本”与“道”都是世界的本原性的，即第一性的原理。

于是“哲学”的“哲学性”是以其普遍性，即事物本身的“世界性”为其门槛的，把它降低为一种“地

方性知识”或完全“殊相”的知识，如果不是对它的羞辱的话，就必定要承认这种“殊相”知识尚入不了哲

学之门。因此，除非在纳粹这样的极权统治下，才会提出“做德意志物理学”这样荒唐的要求，否则没有

人会把“科学”挂上一个“国名”，以示其伟大。即便“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最高峰，而当我们说

黑格尔是普鲁士（德国）“官方哲学家”时，那是对他哲学的极大贬低而绝非有一丝的褒义。那么，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会在某种情况下，依然会说有古希腊哲学、古罗马哲学、德国哲学、法国哲学、美国哲

学、中国哲学呢？

这确实出现了需要分析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可以说有地方性的哲学，它们可以被冠以“国名”来

称呼，因为确实有“中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美国哲学”如此等等，但是，我们应该指出

的是，当把“哲学”归于某个“国家”来言说时，并非是就其“哲学”的内涵而言，而是就某种哲学承载的文

化信号而言的。我们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说康德和黑格尔是德国哲学时，指的是这

样一些非哲学的外部特征：其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属于古希腊人，康德和黑格尔属于德国人；其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用古希腊语思考与写作，康德和黑格尔是用德语来思考和写作。但是，当我们说

“做希腊哲学”，“做德国哲学”时，则是另一回事。我不是希腊人，不用古希腊语，也可以说“我做古希腊

哲学”，一个德国人、美国人，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可能不懂古汉语，但他们借助于翻译为英文的中国

典籍，研究中国哲学，也完全可以说是在“做中国哲学”。所以，当我们说“做哪一个国家的哲学”时，只

是一些非哲学的外部特征决定的，指的是“一般的研究”，而且必须依赖于“哲学史的叙述”。脱离了哲

学史的叙述，我们很难说是“做一个国家的哲学”。

因此，“做中国哲学”这样的说法本身，要“做出中国特色”，脱离哲学史的叙述，根本就做不出来，因

为只有在哲学史的叙述中，中国之为中国的“地方特色”才能体现出来。而这根本上与维特根斯坦式的

“做哲学”是相反的。而做伦理学与做哲学有一点非常不同，因为“伦理”本身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所

以一定是与“国家”相联系的。但“做哲学”，当我们强调它是绝对原创性的思想活动时，鉴于其普遍性

要求，一定是超地域、超国家性的。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说自己在“做哲学”时，就

不会与“国家”相连，而是与“做形而上学”“做知识论”“做伦理学”等等“哲学”的“分支”相连，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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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是从内涵上言说你要做的东西。

试想一下，如果柏拉图说，我要做“雅典哲学”，孔夫子说，我要“做鲁国哲学”，黑格尔说，我要“做普

鲁士哲学”，不仅完全荒谬，而且不可理喻。在此情况下，我们如何理解“做中国哲学”、“做中国伦理学”

这样的提法本身呢？

“做哲学”绝对是一种个体性事件，“做”的主体是个人，所做之事———哲学———却是普遍的，无国

别、无地域性，只能通向事物本身，思考物之物性、人之人性，领悟宇宙之道、万物之理，因而做出来的

“哲学”也只以其“哲学性”本身确认自身的思想价值。

但是，做哲学的人，这个个人是有国籍的、是以其国所通用的语言进行思考的，因此其思想成果是以

某种语言来表述的，因而带有这种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民族、国家、时代的文化、价值和情感，因此，我们是

以总体的、语言的角度来言说某一时代、某一国家的哲学。所以，当我们注重“哲学”时，基本上是不管

这个哲学家究竟是哪国人，究竟是当初是用什么语言表达其思想，我们是把它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来学

习和研究的。而当我们注重国别哲学时，我们注重的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历史和地方

性经验。

这两种不同侧面的区分，实际上只具有相对有限的意义。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哲学之为哲学本身的

标准，只要你确定自己思考的就是哲学的普遍性问题，那么，你究竟是用汉语思维，还是英语思维，还是

古希腊语思维，这都是次要的问题。如果语言本身是决定哲学之为哲学的东西，那么就不会既有德国哲

学，也有中国哲学了。用汉语思维的孔夫子与用古希腊语思维的苏格拉底既然都被承认为世界性的哲

学家，就说明，语言只是表达其思想的媒介，而不是决定其思想是否是“哲学”的关键因素。

当我们是在“做哲学”，即在思考普遍的哲学问题时，我们既可以参考中国哲学的中国文化和经验，

也可以参考古希腊哲学的希腊文化和经验，而且与国籍的关系不大，因为在世界文化发展到今天这样一

个语言可以沟通、相互交流如此频繁的时代，一切思想，都不是单一文明封闭思考的成果，必定是在相同

问题背景下相互沟通和融合的一种产物。所以，在同一个国家，做哲学的人，可以是借助于中国哲学资

源来做，也可以借助于古希腊的、罗马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等等资源来做。这样一来，做

中国哲学，不仅仅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在做，美国人、德国人都可能在做。进而言之，只要我是在中国

“做哲学”，哪怕是做美国哲学、德国哲学、希腊哲学，最终都是在“做中国哲学”，因为这些哲学成果，最

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取自于“西方”的“佛经”，今天不都成为“国学”的“典籍”了吗？世界

文化在中国化时，中国文化也在世界化，因而，“哲学”的世界性最终趋向于将地方性的哲学带向人类的

普遍性方向上，也在此意义上，世界性的哲学也将被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可见，“做中国哲学”这一提法本身所担忧或反抗的，乃是“述而不作”的“哲学史叙事”，即在历史性

的知识叙述中迷失普遍的哲学之思。因此，它是一种从超越历史性、地域性知识叙述而向真正哲学性提

升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身不是反抗哲学的世界性，相反却是走向世界性。唯其如此，“做中国哲学”才是

正当性的吁求。

二　 伦理的世俗性与存在家园的本原性

“做中国伦理学”这一要求比“做中国哲学”之要求，更加容易理解，其正当性也更加充分。因为伦

理学虽然是哲学，但它作为实践哲学，不是完全思辨的，作为实践的知识，它有其地域性即国家特色。完

全思辨的东西，或纯粹形式的学问，如同逻辑学那样，是可以以其完全的普遍性要求忽视其地域性思维

的差异的，但伦理学确实不一样，其所研究的伦理本身，常常被理解为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习俗”或

“礼俗”之物，而“习俗”或“礼俗”总是与国家、民族、时代相连的东西。这样说来，“做中国伦理学”似乎

是个不言而喻正当合理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一般通俗化的话语中而是在“哲学”意义上来讨论伦理学，事情却并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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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哪怕我们把伦理学简单地看作是研究伦理或道德的哲学，那它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描述”一国

一地的伦理或道德，作为哲学，它总离不开在描述一国一地的伦理或道德基础上，探求一国一地的伦理

所具有的“伦理性”何在，一时一地的“道德”所具有的“道德性”何在？因此，只要我们涉及伦理的伦理

性，道德的道德性，这就上升到了一个纯思的领域，就不能单纯地以一时一地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或依据，

而是为此寻找某种绝对的标准或依据了。

如此一来，“做中国伦理学”与“做中国哲学”一样，要面对“哲学性”的拷问，只有保证你所“做”的

是在哲学的门槛内，所谓“中国”这个地域性定语才是有意义的。当然，要保证你所面对的是真正的中

国问题。不过，“做中国伦理学”与“做中国哲学”所不同的在于，由于“哲学”的“哲学性”只有一个普遍

性的标准和尺度，但“伦理”却可以有“世俗”与“纯粹”、“相对”与“绝对”之分，因此，伦理学也就有“世

俗伦理智慧”和“纯粹伦理学术”之分。世俗伦理智慧一般是阐明“相对伦理关系”的处世规则，如夫妇、

兄弟、朋友关系，我愿意如何对你友善，同时也期待你如何对我友善；你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与尊重，你

同时也必须承认和尊重他人。因此，处理这种伦理关系的学问被称之为“世俗伦理智慧”，“幸福生活之

指南”。但伦理学除此之外，还有处理“纯粹伦理学术”的，它要阐明的是一种“绝对的伦理关系”，如父

子关系、个人与民族关系。儿女不能视父母如何对待他们来采取一种相应的伦理态度或准则对待父母，

个人和民族、国家也一样，具有一种绝对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是“先天的”、“绝对的”。所以，真

正的哲学家或道德哲学家，当他们说“做伦理学”时，指的是做这种伦理学，只有做这种伦理学，才能超

越于一时一地、一国一邦的习俗伦理而能在真正的哲学层面阐明，伦理的伦理性和道德的道德性。

做这样的伦理学就与做哲学处在同样的水平上，所以真正的哲学家都是这种意义上的伦理学家，因

此他们都认同柏拉图的如下判断：“习俗之中无哲学。”①因此对于我们如此深深陷入对传统习俗之迷恋

中的国人而言，在我们决定要做中国伦理学时，无论是在理论资源还是方法论的思考中，都必须参考大

哲学家们对待这两种伦理学的态度。在这里，限于篇幅，只能以康德和海德格尔为例。

康德一方面承认，“普通的世俗伦理智慧”具有它的明显优势：

因为人类理性在道德的事情方面，甚至凭借最普通的知性（Ｖｅｒｓｔａｎｄ）也能够轻而易举地
达到高度的正确性和详尽性。②甚至在这方面几乎比哲学家本人还更有把握，因为一个哲学家

除了拥有普通知性的原则之外，毕竟没有其他的原则，但他的判断倒是容易为一大堆题外的不

相干的考虑所缠绕，使之偏离正确方向。③

尽管如此，康德另一方面依然坚持真正的伦理学必须完成三个过渡：“从普通的伦理理性知识过渡

到哲学的伦理理性知识”，“从通俗的伦理处世智慧过渡到伦理形而上学”，“从伦理形而上学进展到纯

粹实践理性批判”。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世俗的习俗伦理上，那么就根本不可

能从那种先天的绝对伦理之本源来确立我们理性中的实践原理，而世俗的精明的伦理本身，只要缺失了

正确评价它们的那个先天原理和至高标准，就必然地总是会遭到各种各样的败坏。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他的《存在与时间》明显地具有伦理学意向，而且被认为是对亚里士多德《尼各

马可伦理学》的回应④，但他始终拒斥“做伦理学”，原因在于，在他眼中，伦理学无非就是“处世智慧”，

就是想“提供出一种幸福生活指南”⑤，却根本不去思想“存在的真相”，甚至拒绝和阻止这种思想。所

以，当有学生写信问他究竟何时写出一本伦理学著作时，他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申明哲学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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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唯一重要的事，是去思“存在之真相”，同时说“守护存在的家园”就是“本源的伦理学”：

假如现在要合乎η
，～
θο（伦理）这个词的本义（Ｇｒｕｎｄ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来述说伦理学之名称，这就是

说，它思人类之居住，那么这里的所思，把作为人类乾元之始的存在之真相作为一种绽出实存

（ｅｋｓｉｓｓｔｉｅｒｅｎｄｅｎ）来思，本身就已经是‘本原伦理学’（ｄｉｅ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 Ｅｔｈｉｋ Ｅｔｈｉｋ）了。①

之所以能得出这一结论，一方面海德格尔回到了η
，～
θο（伦理）的本义：住所、家园；另一方面把“存

在”（Ｓｅｉｎ）阐释为“实存”，把“实存”阐释为“在场”，把“在场”阐释为“居住”。他甚至考察出古德语“存
在”，“是”（ｉｓｔ）的含义就是“居住”，“我是什么”，从“我居住在哪里”、“家在哪里”来认定。这样一来，
他就完全把近代以来回答“我应该做什么”的关于行为道德的规范伦理学，从属于回答“如何守护存在

之真相”这一居住之家园的本原伦理学，而且认为，只有这种本原伦理学才能守护人的“本真存在”。这

一“本真存在”之所，才是人类真正的存在家园。

中国伦理学历来重视家庭，以家庭为核心，返回到这一本原伦理学，无疑要受到我们中国伦理学的

重视，虽然在他这里是“无家庭的”“家园”。但存在之家，存在的正当性，只要我们做伦理学，只要我们

要为世俗的伦理求索本原的、绝对的伦理性标准或道义，就不得不回到这个“根本”。

三　 伦理本位的哲学如何能证成伦理学之为第一哲学？

对于西方哲学而言，按照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学科分类，只有以追寻万事万物“第一因”知识的“理论

哲学”（纯粹思辨哲学）才是“第一哲学”，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一直未能占有第一哲学之尊位。虽然在

希腊化罗马时期，理论哲学已经被伦理学所取代，但没有哪个哲学家能在理论上推翻亚里士多德将第一

哲学赋予理论哲学这一定位。虽然近代以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是从其实体论形而上学中推导出

伦理学，但依然没有证明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哪怕就是海德格尔提出了“本原伦理学”概念，但他的

本原伦理学既非一般的伦理学，也非一般的存在论，“基础存在论”才是他的第一哲学，使得列维纳斯强

烈批评他的“此在存在论”具有“存在的暴力”（Ｔｙｒａｎｎｅｉ ｄｅｓ Ｓｅｉｎ）。
之所以说海德格尔的“此在之存在”是一种“存在的暴力”，原因就在于，他把本来并不具有“优

先地位”的“向来属我”的“此在之存在”论证为具有绝对“优先地位”的东西：“同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

此在具有几层优先地位。第一层是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这种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是通过生存得

到规定的。第二层是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由于以生存为其规定性，故就它本身而言就是‘存在论

的’。……因而此在的第三层优先地位就在于它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层次上［ｏｎ
ｔｉｓｃｈ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都得以可能的条件。于是此在就摆明它是先于其他一切存在者而从存在论上首须问
及的东西了”②。通过这一论证，海德格尔确立了“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

但是，列维纳斯恰恰在这里，看出了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暴力”性质：“存在论并不是与他者本

身的关系，而是把他者还原为同一。……并不是与他者和平相处，而是对他者的消灭或占有。……作为

第一哲学的存在论，是一种强权哲学。”“强权哲学，存在论，作为并不质疑同一的第一哲学，它是一种非

正义的哲学。……海德格尔的这种存在论仍处于对匿名者的服从中，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另外一种强

权，导致帝国主义式的统治，导致专制。”

列维纳斯的意思是说，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并没有首先证明，你存在“在此”为何是“正当的”，

是否没有对他者“侵犯”，你就“先行”存在于此了。“存在”首先具有一种“伦理关系”，此在在世生存，

就是与他者的存在论关系，它先于此在对其自身“存在”的“操心”。因此，如果要证明“此在之存在”是

正当的，你就得首先证明，我“居住在此”并未造成对“他者”居所的侵占，给出“我”居住在此的正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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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样才能克服此在之存在的“专横跋扈”。就此而言，我与他人的关系逻辑上先于“此在之存在”，我

们不得不首先考虑我们可能一直未曾谋面的他人的面容（脸）。所以，我的此在之存在与他人先天具有

的伦理关系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而是相反，“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这种作

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其首要课题，不是道德的规范，而是为“存在之正义”（应该存在）作辩护：

存在的危机，并不是由于这个动词的意义可能仍需要在其语义学的秘密中加以理解，仍要

求助于存在论，而是因为我已经在质问自己：是否我的存在的正当性得到了辩护？是否我的

Ｄａｓｅｉｎ（此在）之 Ｄａ（此）并非已经是对某人的位置的侵占？
……

无论他人是否凝视着我，他都与我有关。正是在这种质疑中，存在与生命被向着人唤醒。

因此存在意义的问题———就不是对这个非同寻常的动词进行理解的存在论，而是关于存在之

正义的伦理学。不是：为什么有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如何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

这才是最高的问题或哲学的问题。①

当然，列维纳斯的这种最高的哲学问题之界定，第一次彻底翻转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哲学与伦理

学的关系。但是，将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要能让人真正接受，依然困难重重。因为

西方根深蒂固的科学－逻辑优先的思维方式，不会承认康德、费希特发现的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正如
舍勒所承认的，要承认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一种道德立场”②，即要承认人

的存在关系要比非人的物理世界的存在关系具有优先地位。

可是，在西方哲学中是很难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人类中心论”越到现代越受到质疑和批判。

但是，这对于把存在的意义问题作为哲学之本质问题或核心问题的西方哲学而言，确实又是不得不承认

的立场。西方哲学正是在这里走入了死胡同。

然而，道德立场有限，伦理本位优先，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哲学的特色与长项。中国哲学向来没有

逻各斯中心论传统，纯粹思辨的哲学一直不发达，更没有雄踞第一哲学之宝座，相反，却正是“伦理本

位”的哲学一统天下。因此，在强调“做中国伦理学”的呼声之下，如果能利用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合

理地证成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那么不仅回应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是把纯

粹思辨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或哲学的本质所造成的），而且回应了“做中国哲学”的质疑，因为正是通过证

明伦理学之为第一哲学，使得中国哲学这一地方性知识成功具有了国际性、普遍性，成为一种人类哲学

的遗产。

（责任编辑　 付长珍　 王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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